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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技术融入普惠金融大大增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并使其承担的社会责任

更易落实，然而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势必使得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受到数字鸿沟等问题的制约。 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省级面板数据，从金融排斥理论和金融功能观出发，重点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区别于现有文献，本文不但从总体上分析，还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

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不同业务类型等方面开展结构性分析。 结果表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

体上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但主要体现为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等方面带来的影响；数字化程度扩大

了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不同业务的收敛效应也存在较大差异，属于基础功能和主导功能的

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具有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而属于衍生功能的业务则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

趋势。 为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一方面可以“以点带面”通过数字支付业务

来拓宽覆盖广度，另一方面“以面带点”通过广泛应用来规范、创新各类型业务，优化监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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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资本是现代社会生产中的重要资源，金融排斥是社会发展不均衡的重要表现。 在资本

逐利性推动下，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本过多地流向城镇地区，不少农村地区尤其

是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需求很难得到有效满足。 为解决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普惠金融应

运而生。 ２００５ 年联合国组织正式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２００６ 年普惠金融被引入中国，２０１３ 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的构想，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 ２０１６ 年 Ｇ２０ 杭州峰会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 根据《 Ｇ２０ 数字普惠

金融高级原则》 ，“ ‘数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通过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 它包

括运用数字技术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或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一系列正规金融服务，其所提

供的金融服务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且是以负责任的、成本可负担的方式提供，同时对服务提

供商而言是可持续的” 。 从这一定义不难看出，在数字普惠金融中，金融是本质，普惠是性质，数
字是手段。 不仅如此，数字普惠金融必须克服传统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效率低、服务不

均衡、商业不可持续等全球共性难题，既要坚持做到商业可持续性，提供的又必须是负责任的金

融服务 ［１］ 。 在商业可持续性方面，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兴起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数字普惠金融

将突破传统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缓解各种信息不对称的缺陷，降低运营

成本，从而使得普惠金融持续性自主经营的可能性大幅增加。 在负责任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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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具有普惠特性，其对不平衡经济 ［２］ 与金融排斥等现象的缓解、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以及在

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从而成长为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负责任的好金融 ［３］ 。
近十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虽然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差距水平仍在高位徘徊 ［４］ ，

给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造成了很大挑战。 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金融、普惠金融、数字普惠

金融依次被赋予重任。 数字普惠金融是近三四年来才被中国正式列入官方文件，其在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方面能否发挥重要功效仍待检验。 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包含的业务种类众多，其发展

既存在广度问题也存在深度问题。 在各种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是先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某一个

关键点或某一类型优势业务的突破来扩大数字金融的覆盖范围（ “以点带面” ） ，还是先铺开发

展各种类型的数字金融业务或搭建起数字普惠金融的总框架再逐一重点发展（ “以面带点” ） ？
哪种途径更有利于缩小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将显得更为重要。 在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分析的

基础上，本文将首先从总体上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然后从发展广度、
发展深度、业务类型等方面探讨数字普惠金融给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异质性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关于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学界早就开始了大量研究，但时至今日仍存在较大

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金融服务存在信贷门槛，具有嫌贫爱富特性，金融发展通常会向城市居

民提供更多的服务，因此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５－６］ 。 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增加了投资机

会，刺激了经济增长，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金融服务，增加了其收入，从而减少了收

入差距 ［７－８］ 。 第三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不同的产业结构、不同的金融市场

结构中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着不同的影响，大部分情况下两者呈现倒 Ｕ 型关系 ［９］ 。
（二）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直到普惠金融在 ２００５ 年正式被联合国提出后，相关研究才开始出现，各类观点也不一致。
一些文献认为，普惠金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如 Ｃｏｒｒａｄｏ 等 ［１０］ 、 Ｄａｉ－Ｗｏｎ 等 ［１１］ 均认为普惠

金融能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减少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李建军等 ［１２］ 发现，普惠金融发展与

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孙英杰等 ［１３］

检验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影响效果，证实了普惠金融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 另一些文献则发现了

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如吕勇斌等 ［１４］ 发现，中国普惠金融的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在不

同地区不尽相同，有的明显，有的并不明显；王伟等 ［１５］ 发现，只注重解决贫困地区对金融机构接

触性排斥的普惠金融会进一步加剧资金外流，加剧贫困地区致贫程度进而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

差距。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普惠金融的可得性和服务门槛是决定其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

键因素。 如 Ａｒｕｎ 等 ［１６］ 、星焱 ［１７］ 提出普惠金融是以金融福祉分配的公平合理为原则，可得性是

考察普惠金融的核心指标，人均收入水平低没有达到阈值，是发展中国家效果不明显的根本原

因。 尹志超等 ［１８］ 指出，普惠金融难以推广的重要原因在于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难以达到传

统金融的门槛。 可见，普惠金融虽然定位于普惠基调，但若配套机制存在缺陷或技术手段缺乏，
不但会限制其自身发展空间，而且会削弱其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的效果。

（三）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技术的诞生为普惠金融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发展机会。 中国长期处于金融市场不发达

的状态，金融监管等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这为数字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沃土。 曹凤岐 ［１９］ 指

出，正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金融压抑才促使互联网与金融的高度融合。 数字金融在中国已发展

出多类业务，包括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网络投资、数字保险和商业银行业务互联网化等，但数

字金融不应只是服务手段的创新。 郭峰等 ［２０］ 指出，互联网支付已经超出单纯的支付功能，其构

建了庞大的互联网金融生态圈，具有普惠金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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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技术助力普惠金融方面，一些研究指出，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行为偏差和缺乏

竞争阻碍了传统金融服务发挥作用，而数字技术则可以缓解这些困境。 吕家进 ［２１］ 发现，数字技

术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促进了各地区的信息交流。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等 ［２２］ 、Ｏｚｉｌｉ［２３］ 证实，数字金

融和普惠金融相结合对金融服务使用者、数字金融提供者、政府和经济都有好处。 数字普惠金

融的发展不仅能推动普惠金融深化，还能促进经济包容增长，有助于技术创新和新技术的快速

传播 ［２４］ ，为经济带来“数字红利” 。 在服务“三农”方面，数字金融天生的普惠性质推进了农村金

融市场的发展，弥补了农村金融的短板，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促使普惠金融得以落地。 刘航

等 ［２５］也证实，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了普惠金融发展，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基本

金融服务。 总之，数字技术助力普惠金融，解决了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同时促使普

惠金融发生质变，形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新模式，为普惠金融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不断推广，有学者参考普惠金融指数的编排方法，编制了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其中，２０１６ 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被不少文献采用。 利

用这个指数，已有一些学者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 如宋晓玲 ［２６］ 和梁双陆等 ［２７］ 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基础功能、主导功能和衍生功能三

大功能，形成了包容效应、减贫效应和增长效应三大收敛效应，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并通

过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模型，证实了这一收敛机制。 李建伟 ［２８］ 认为，收敛效果呈现的区域

差异主要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依赖性。 此外，易行健等 ［２９］ 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居民消费，其中对农村地区、中西部地

区及中低收入阶层家庭的影响更为明显。
虽然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普惠性质、服务弱势群体、提升农村居民享受现代化金融服务红

利等方面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存在许多局限，使其在贯彻普惠原则

的同时，也带来了新问题。 例如，数字技术门槛以及金融知识缺乏使得运用数字技术的低收入

者对网络理财、网络借贷等金融服务的使用率微乎其微 ［１７］ 。 焦瑾璞 ［３０］ 也提出，中国普惠金融

发展存在结构性矛盾，资金向城市集中，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一批互联网金融

巨头，导致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界限模糊，给监管添了不小难度。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关于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方面的观点并不统一，而针对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仅初步形成了总体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针对数字鸿沟问题，少有文献对

收敛效应的异质性现象进行研究。 总体上，普惠金融弥补了传统金融对农村地区排斥的缺陷，
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也缓解了传统普惠金融门槛较高和难以持续的痛点，真正触及金融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 然而，近年来，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十分迅速，北京大学数字金融

研究中心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也随之发布了覆盖范围更广的最新指数 ［３１］ 。 这为本文进一步从总体

上、结构上分别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三、理论分析

金融发展通过门槛效应、扶贫效应和非均衡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３２－３３］ 。 在金融约束的

条件下，农村人口自身资本储备不足，难以达到金融服务所要求的较高门槛，无法享受金融服

务，而城市人口则多能凭借金融服务享受高收益回报。 同时，总体金融资本有限，在城乡二元结

构下，金融资本更多地流向城镇地区，造成城乡金融发展的不均衡。 但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经

济增长，穷人通过使用金融服务，可以减缓贫困的发生，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门槛效应和非均衡

效应可以概括为金融抑制条件下的金融排斥，其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扶贫效应则缩小了城

乡收入差距。 为缓解金融排斥现象发展而来的便是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需要具备 ４ 个内生要

求，即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全面性和商业可持续性。 传统的普惠金融须满足社会性目标，为弱

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金融产品及服务要价格低廉，但定价较低势必会压缩利润空间，造成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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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无法盈利甚至亏损，难以持续经营，这便与其商业性目标冲突，在传统金融技术约束条件

下，容易形成“普惠金融悖论” 。 而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技术的支持，较好地解决了这一

困境。
（一）基于门槛效应、扶贫效应和非均衡效应的分析

从普惠金融到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技术带来了什么？ 从门槛效应看，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

通过网络实现服务，无须物理网点，将金融服务融入生活场景，降低获客成本；数字普惠金融服

务大大简化交易中间环节，减少了交易成本；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可以清晰刻画客户的特

征肖像，针对客户类型合理提供金融服务，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同时数字技术可有效监督客户，
降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发生的概率和程度。 另一方面，在增加可获

得性方面，由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成本较低，定价也可以合理调整，从而降低了数字普惠金融的门

槛，使更多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增加可获得性。 从非均衡效应看，数字普惠金融

的服务对象涵盖了金融排斥严重的农村地区居民，通过针对性地为农村居民提供金融服务，引
导资金流向农村地区，缓解了城乡金融服务的非均衡现象。 从扶贫效应看，数字普惠金融的低

成本特点，使得农村居民可以支付得起金融产品，获得金融支持的贫困居民可以对消费和投资

进行长期决策，从而合理分配资源使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加收入，缓解贫困。 除传统的三

类效应外，数字普惠金融缩减了资金交易的中间环节，并且数字技术可以清楚地记录交易过程，
使得资金直接流向农村居民，避免了资金运转中出现的贪污、克扣现象，实现资金精准到位。 基

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１。
假设 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收敛城乡收入差距。
（二）基于金融排斥理论的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数字技术提供的高效手段是其鲜明的特点，
极大地推动了普惠金融的落地，缓解了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现象。 但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本质仍

是金融服务，其发展路径也同样存在广度和深度的区别，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结构等传统

金融发展理论所探讨的问题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同样适用。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广度衡量的

是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能接触到数字普惠金融的人数越多，发展广度越高；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深度衡量的是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使用程度，使用量越高、使用力度越大，发展

深度越深；数字化程度则衡量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便利性程度，使用成本越低、越便利，数
字化程度越高。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深度和发展广度，以及数字技术带来的数字化程度发展，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应呈现出异质性效果。

Ｓａｒｍａ［３４］ 将金融排斥分为五类：机会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市场排斥和自我排斥。 对

金融排斥的分析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讨论。 从供给角度来看，金融排斥现象表现为“想得

却不可得” ，即农村居民对金融有需求，但因地理、条件、价格、市场定位等因素导致供给不足，
造成对金融需求的排斥。 数字技术解决了金融服务供给的难题。 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极大地

减缓了地理空间的限制，金融服务在网络空间进行，使得偏远地区的居民也可以接触金融服务，
缓解了机会排斥；数字普惠金融放松了较高的资产保证条件，降低了门槛，缓解了条件排斥；数
字技术的使用节省了金融服务成本，从而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价格，使得农村居民也能支付得起

金融产品，缓解了价格排斥；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本身就定位于金融排斥群体，针对性地缓解了市

场排斥问题。
然而从需求角度来看，金融排斥现象表现为“可得却不想要” ，即农村居民能够得到金融服

务，但因教育程度、自身能力及风俗习惯等原因，不愿意接受金融支持，或是不愿意通过互联网

渠道使用金融服务。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于数字媒介，而数字技术的使用本身也存在一定门槛，
一些除金融外的因素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如教育水平不同会产生数字普惠金融收敛

城乡收入差距的差异 ［２７］ 。 农村居民因受教育水平较低，相对缺乏掌握数字媒体的能力，加之对

网络借贷的不信任，从而无法接受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或者因为缺乏金融知识，即使可以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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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也可能从主观上排斥金融服务。 除此之外，农村居民收入较低，难以支付智能手机、网络费

用等固定支出，也会造成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排斥。 城市居民则容易掌握设计复杂的数字普

惠金融服务，也更能接受金融支持的观念。 依托数字技术而诞生的数字普惠金融必然会造成

“数字鸿沟”①，金融科技持续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化，可能会加剧弱势群体的自我排斥，
从而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出现异化现象，数字鸿沟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３５］ 。 数字普惠

金融的广度发展，减缓了机会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和市场排斥，增加了普惠金融的供给，提
高了农村居民对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度发展同样也

缓解了以上四种排斥，总体上会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但其也会加剧自我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可能存在异化现象。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２。
假设 ２：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广度和发展深度均对城乡收入差距有负向影响。
（三）基于金融功能观的分析

中国是数字普惠金融实践的佼佼者，目前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主要包括数字支付、网络

借贷、小额理财、网络众筹、小额保险和数字征信等六大类。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深度涵盖了不

同的服务种类。 李建军等 ［１２］ 提出，金融深化强调金融发展的深度，普惠金融强调金融发展的广

度，而不同类别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拥有不同的深度，因此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不同也会造成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
兹维·博迪等 ［３６］ 的金融功能观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白钦先、谭庆华 ［３７］ 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重新界定，提出金融功能包含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和衍生功能，其中基础功能包括

服务功能和中介功能，核心功能为资产配置，扩展功能为调节经济和规避风险，核心功能和扩展

功能又可概括为主导功能，而衍生功能包括交易风险、传递信息、引导消费、公司治理、协调区域

和财富再分配。 根据该定义，将数字支付界定为基础功能，将网络借贷和小额保险界定为主导

功能，将小额理财、网络众筹和数字征信界定为衍生功能。
数字支付以移动支付为代表，作为居民日常的现金流通手段，大大节约了居民的现金储备，

节省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 网上银行也为大额交易创造了安全便捷通道，避免了居民

去实体网点办理交易的麻烦。 数字支付上手较快且操作便捷，不存在较高的数字门槛，有利于

为农民提供基本且广泛的金融支持。
网络信贷为农村居民提供了获得低成本资金的机会，转变了农村居民只能向大银行和亲友

间借贷的传统观念，增强了农村居民的资金流动性，改善其资产配置状况，有助于增加农村居民

创业发展的机会。 小额保险则面向农村居民和农村企业开发出许多针对性险种，很好地满足了

农村居民转移风险的需求，有利于农村居民合理规避各类风险，稳定收入。
小额理财将闲散资金投入货币基金，获得投资利润，但农村居民自身资金量较小，故而收益

也很有限，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效果不如城市居民明显；小额投资本身具有高风险性，需要掌握一

定的金融知识基础，而这正是农村居民薄弱的一环，加上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将

闲散资金储蓄在银行，网络众筹更是农村居民参与甚少的金融产品；数字征信较多地服务于数

字普惠金融供给方，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影响可能并不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从基础功能到主导功能，再到衍生功能，服务种类的功能越高级，门槛也

越高，其深度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会产生较大差异。 处于基础功能和主导功能的服

务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处于衍生功能的服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可能不明显，甚
至会加剧。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３。

假设 ３：不同功能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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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字鸿沟是指在数字化技术普及的背景之下，由于外在因素所造成的数字技术的运用程度不同，从而导致使用者两

极分化的情形。 它包括支持数字技术的硬件设施覆盖程度与信息传播速度的区别，以及使用数字技术的主观需求、文化和能

力方面的差异，使得一部分人群享受数字技术便利的同时，另一部分人群难以获得数字技术的支持。



四、模型设定与数据选择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３１ 个省区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根据假设 １ 构建模型：
ｔｈｅｉｌ ｉ，ｔ ＝ α０＋α１ｄｉｆｉ ｉ，ｔ＋αｘＸ ｉ，ｔ＋ε ｉ，ｔ （１）

其中，下标 ｉ、ｔ 分别为地区和时间。 因变量 ｔｈｅｉｌ 为城乡收入差距；自变量 ｄｉｆｉ 是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水平；Ｘ ｉ，ｔ为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实际 ＧＤＰ、城镇化率、产业结构、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财政

支农比率、人均受教育程度及对外开放程度。
根据假设 ２ 构建模型：

ｔｈｅｉｌ ｉ，ｔ ＝ β０＋β１（ ｂｒｅａｄｔｈ ／ ｄｅｐｔｈ ／ ｌｅｖｅｌ） ｉ，ｔ＋βｘＸ ｉ，ｔ＋μ ｉ，ｔ （２）
其中，ｂｒｅａｄｔｈ、ｄｅｐｔｈ 分别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广度和发展深度， ｌｅｖｅｌ 是数字化程度。 其余变

量含义同模型（１） 。 同样根据假设 ３ 构建模型（３） ：
ｔｈｅｉｌ ｉ，ｔ ＝ γ０＋γ１（ ｐａｙｍｅｎｔ ／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 ｃｒｅｄｉｔ ／ ｆｕｎｄ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ｔ＋γｘＸ ｉ，ｔ＋υ ｉ，ｔ （３）

其中，ｐａｙｍｅｎｔ 表示数字支付发展程度，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表示小额保险发展程度，ｃｒｅｄｉｔ 表示网络借

贷发展程度，ｆｕｎｄ 表示小额理财发展程度，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表示小额投资发展程度，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表示

数字征信发展程度。 其余变量含义同模型（１） 。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选取

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和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 》以及 Ｗｉｎｄ 数据库。 各变量选取及汇总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名称及计算方法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 ｔｈｅｉｌ） 公式（ ４）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 ｄｉｆｉ ） 、广度（ ｂｒｅａｄｔｈ） 、深
度（ ｄｅｐｔｈ） 、数字化程度（ ｌｅｖｅｌ） 、数字支付

（ ｐａｙｍｅｎｔ） 、小额保险（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网络信

贷（ ｃｒｅｄｉｔ） 、 小 额 理 财 （ ｆｕｎｄ） 、 小 额 投 资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数字征信（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数字化

程度指数、支付指数、保险指数、信贷指数、货基指数、投资指

数、征信指数（详见：郭峰等，２０１９）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程度（ ｇｄｐ 和 ｇｄｐ２ ） 人均实际 ＧＤＰ 取对数和人均实际 ＧＤＰ 取对数后的平方

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 地区城镇人口 ／ 地区总人口

产业结构（ ｉｓ） 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 ／ ＧＤＰ

传统金融发展（ ｆｄ） 金融产业增加值 ／ ＧＤＰ

财政支农（ ａｆｅ） 农林水支出 ／ ＧＤＰ

教育水平（ ｅｄｕ） 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人数（取对数）

对外开放程度（ ｏｐｅｎ） 货物进出口总额 ／ ＧＤＰ

　 　 表 １ 中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现有文献中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有城镇人

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三种。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比没有包含城乡地区人口比重，是一个静态指标，无法反映城乡间人口的流动性。 基尼系数度

量的是总体的收入差距，其对中间阶层的收入变动较为敏感，而城乡收入差距的主体处于两端，
基尼系数无法反映城乡收入差距情况。 泰尔指数则对分散两端的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收

入变动较为敏感，因此本文选择泰尔指数来度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借鉴王少平等 ［３８］ 一文的

做法，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ｔｈｅｉｌ ｉ，ｔ ＝∑
２

ｊ＝ １

ｐ ｉｊ，ｔ

ｐ ｉ，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ｌｎ

ｐ ｉｊ，ｔ

ｐ ｉ，ｔ
／
ｚ ｉｊ，ｔ
ｚ ｉ，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４）

其中，ｊ＝ １、２ 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ｚ ｉ，ｔ表示 ｉ 地区 ｔ 年度的总人口，ｚ ｉｊ，ｔ表示城镇人口或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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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ｐ ｉ，ｔ表示总可支配收入，ｐ ｉｊ，ｔ表示城镇或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①。 地区总收入采用地区人

口乘以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得出。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本文选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遵循了综合性、均衡性、可比性、连续性和可行性等编制原

则，将数字技术融于普惠金融之中，可用于衡量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总指数下又分

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化程度指数。 覆盖广度指数考虑了不需要物理网点、不受

地域限制的特性，体现数字普惠金融触达客户的能力，用电子账户数来衡量。 使用深度指数考

虑了不同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类别，从实际使用的情况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深度，其衡

量的指标包括实际使用总量（每万用户中的使用人数） 、使用活跃程度（人均交易笔数）和使用

力度（人均交易金额） 。 数字化程度指数则反映了数字普惠金融的降低门槛情况和便利性程

度。 在使用深度指数中，同样也包括各类型业务的服务指数，以反映各类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

发展情况。 同时本文选用使用深度下的各类二级指数进行分析，其中支付指数、保险指数和信

贷指数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编制，货基指数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编制，投资指数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编制，而征

信指数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编制。
控制变量包括一些对城乡收入差距有影响的其他因素。 （ １）根据库兹涅茨的“倒 Ｕ”型假

说，经济发展初期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到达一定临界值后转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已有研究结

果未能获得一致结论，同时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可能处于库兹涅茨曲线不同

位置，本文选择人均实际 ＧＤＰ 与人均实际 ＧＤＰ 的平方项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分别用 ｇｄｐ 和

ｇｄｐ２表示。 鉴于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 和教育水平 ｅｄｕ 数值较大，故在实证过程中做取对数处理。
（２）关于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多研究成果均表明城市化进程可以促进劳动力自

由流动，鼓励农民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而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本文选用地区城

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例来表示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 （３）关于产业结构的影响，一方面农业向非农

产业转化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增加居民收入，另一方面大量资源流向非农产业，导致农业与

非农产业的效率差异愈加明显，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本文选用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

重衡量产业结构 ｉｓ。 （４）已有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和传统金融发展相关，为准确衡量数字普

惠金融的效应，应控制传统金融发展的影响，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ｆｄ 用金融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

重来衡量。 （５）财政支农 ａｆｅ 用农林水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来表示，财政支农面向农业部门，财政支

农会收敛城乡收入差距。 （６）教育水平的提高能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增加居民收入，但一直以

来中国的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于城市，农村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城乡受教育水平差异大，扩
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选取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人数衡量地区教育水平 ｅｄｕ。
（７）对外贸易多发生于城市地区的企业，增加城市人均收入，故其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对外开

放程度 ｏｐｅｎ 用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地区 ＧＤＰ 比重计算，其中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选用按经

营单位所在地分，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统计年鉴的划分标准则改为按收发货人所在地分，且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是以美元衡量，本文按当年美元与人民币中间价对其进行折算处理。

五、实证分析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首先对模型（１）进行回归分析，为减轻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对人均 ｇｄｐ 和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 进

行去均值处理。 考虑到异方差问题，回归均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 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将样本

省市与浙江省的球面直线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是由阿里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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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统计局在 ２０１３ 年更改了统计口径，统一了“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 ，自 ２０１３ 年起开始使用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故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由“农村人均纯收入”代替。



巴公司的支付宝领头，同时本文选用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基于支付宝的数据编纂，郭峰等 ［２０］

也指出离杭州市越远，数字普惠金融越难推广。 另一方面，各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并不会决

定其与浙江省的球面距离。 考虑到省份距离不随时间改变，在实际回归中用样本省份与浙江省

的球面直线距离同样本省份相应的数字普惠金融各项指数乘积项作为工具变量。 表 ２ 给出了

回归结果。 其中，在使用工具变量的回归模型中依次加入了控制变量。 同时也给出了 ｏｌｓ 回归

结果作为基准回归作参考。
表 ２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Ｎ＝ ２１７）

变量
ＯＬＳ 回归

（ １ａ）

ＩＶ 回归

（ １ｂ） （ １ｃ） （ １ｄ）

数字普惠金融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６８１∗∗∗（ ０．０２４４）

经济发展 －４．１４４１（ ２．６５９３） －４．７３０３∗∗∗（ １．００９４） －２．３４２∗（ １．２８８３）

经济发展平方项 ３．８１１４∗∗（ １．８０４） ２．９５１５∗∗∗（ ０．９５９７） ３．６７１２∗∗∗（ ０．７８７１）

城镇化率 －０．１８５１∗（０．１０５７） －０．１５１∗∗∗（０．０４０１） －０．２２６５∗∗∗（ ０．０４８）

产业结构 ０．１５０６（ ０．０９７９） ０．１２９３∗∗∗（ ０．０３９９） ０．１１３４∗∗（ ０．０４４１）

传统金融 ０．１９２６（ ０．２６２８） ０．３６０４∗∗∗（ ０．１２９８）

财政支农 －０．２３３３∗（０．１３５３） －０．３５４９∗∗∗（ ０．０７６５）

教育水平 －２．３８２（ １．８５２４） －１．８４２５∗∗（ ０．７６１２）

对外开放 －０．０２（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３）

截距项 １６．１８２３（ １８．７６５１） １１．５６３５∗∗∗（ １．５３８） －０．３２４７（ ３．５６６３） １７．０８４５∗∗（ ７．７９５）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Ｗａｌｄ Ｆ ２７．８２３ ２３．２３０ ６１．４９６

Ｒ２ ０．８５０５ ０．６４０４ ０．８２６０ ０．８３４２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Ｗａｌｄ Ｆ 检验临界值为 １６． ３８（ １０％水平） 、
８．９６（ １５％水平） 、６．６６（ ２０％水平） 、５．３３（ ２５％水平） 。 下表同。

表 ２ 的结果显示，在基准 ｏｌｓ 回归（１ａ）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泰尔指数有正向影响，但并

不显著，而在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中均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内生性的影响严重，可使用工具

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 工具变量回归中给出了 Ｗａｌｄ Ｆ 检验值，结果显示通过了弱工具变量的

检验。 在模型（１ｂ）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泰尔指数有负向影响，数值

为－０．０５３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 １００ 百分点会使泰尔指数下降 ５．３ 百分点；当把人均实

际 ｇｄｐ、人均实际 ｇｄｐ 平方项、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比率加入模型（ １ｂ）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

增加 １００ 百分点可以使泰尔指数下降 ０．８９ 百分点，但并不显著；而把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财政

支农、教育水平和经济开放度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１ｄ）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影响效应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数值为－０．０６８１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百分 １００ 百分点，能使

泰尔指数下降百分６．８１百分点。 整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泰尔指数的负向影响效果显著，
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假说 １ 得以验证。

（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广度和深度的影响

为检验假说 ２，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别替换为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化程度

指数，对模型（２）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３。 结果显示，在模型（ ２ａ）中，发展广度指数数

值为－０．１３９５，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广度每提高 １００ 百分点，能使泰尔指数下降 １３．９５ 百分

点，收敛效果显著。 在模型（２ｂ）中，使用深度指数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２４９，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

深度每提高 １００ 百分点可以降低泰尔指数 ２．４９ 百分点。 在模型（ ２ｃ）中，数字化程度指数的回

归系数为 ０．０６７１，其每增加 １００ 百分点反而使泰尔指数上升６．７１百分点。 三者均能通过 ５％显

著性水平的检验。

９３１

第 ３ 期 李牧辰，封思贤，谢星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表 ３　 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Ｎ＝ ２１７）

变量
覆盖广度

（ ２ａ）
使用深度

（ ２ｂ）
数字化程度

（ ２ｃ）

覆盖广度 ／ 使用深度 ／ 数字化程度 －０．１３９５∗∗（０．０６１１）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７１∗∗（ ０．０３０８）

经济发展 －０．３９４１（ ２．２２５８） －３．２６９４∗∗∗（ １．０５２４） －４．７６７３∗∗∗（ ０．９７６３）

经济发展平方项 ２．３８１２∗∗（１．０７６７） ３．８９３６∗∗∗（ ０．７２８４） ２．７８８７∗∗∗（ ０．８７３３）

城镇化率 －０．２４９５∗∗∗（ ０．０６１） －０．２１７６∗∗∗（ ０．０４５７） －０．１９６８∗∗∗（ ０．０４８５）

产业结构 ０．１２１５∗∗（０．０５４２） ０．１２６５∗∗∗（ ０．０３９４） ０．２１∗∗∗（ ０．０３８９）

传统金融 ０．６６５１∗∗（０．２７４２） ０．２６７６∗∗（ ０．１０８） ０．２９８９∗∗（ ０．１２９７）

财政支农 －０．４９４７∗∗∗（０．１３９７） －０．３０５１∗∗∗（ ０．０７１７） －０．２６７２∗∗∗（ ０．０７６）

教育水平 －０．９０２２（ １．０８０８） －２．２２０３∗∗∗（ ０．６９０８） －２．４９２４∗∗∗（ ０．７８８５）

对外开放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

截距项 ９．９０２８（ ９．３８６１） １７．８０７８∗∗（ ７．２４１６） ８．７３４６（ ６．９３４７）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Ｗａｌｄ Ｆ １６．２４４ ３７．２４５ １２．６９３

Ｒ２ ０．７３６５ ０．８６０９ ０．８２９６

　 　 此结果与假设 ２ 一致。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广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得以证

实，且发展广度系数远高于发展深度系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对缓解金融排斥产生

了较大的作用。 当前这种影响多表现为覆盖面的扩张，农村居民触及金融服务，实现了从无到

有，而城市居民原本即可获得较多的金融支持，故数字普惠金融广度发展更有利于农村居民提

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的收敛效应同样被证实。 发展深度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业务

的深度使用，在数字技术普及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已能接受一定深度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加

之数字普惠金融深度发展进一步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触达性，通过场景带入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服

务，解决了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总体上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 但是

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刚刚起步，在数字技术普及阶段，覆盖广度依然不足，许多偏远农村地

区仍未接触到便利的数字技术支持，且具体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深度各不相同，其影响效

果可能不明显甚至相互抵消，故而使用深度发展的收敛效果不及广度发展。
最后，覆盖广度是前提条件，使用深度代表实际使用情况，而数字化程度为潜在条件。 前两

者为“普” ，后者为“惠” 。 数字化程度表现了数字普惠金融为使用者带来的低成本和便利程度，
与使用频率有关。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虽在城乡均有发展，城乡居民均可使用相同的数字金融业

务，但农村居民的使用频率远不及城镇居民，例如扫码支付已成为城市生活常态，而农村地区的

现金交易仍占很大比例。 故数字化程度发展为城镇居民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扩大了城乡收入

差距。
（三）数字普惠金融各功能服务的影响

为检验假说 ３，分析不同服务功能的影响，将模型（１）中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别替换为支

付指数、保险指数和信贷指数、货基指数、投资指数和征信指数。 计量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呈现了不同类别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 在模型（ ３ａ）中，数

字支付指数的系数为－ ０． ０２７７，表明支付指数每提高 １００ 百分点会使泰尔指数下降 ２． ７７ 百分

点，数字支付的发展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支付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基础，其首先在经

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区普及，随后逐渐向趋于贫弱的农村地区扩展。 在当前的发展状态下，数
字支付基本完成了城市地区的全覆盖，在农村地区也已形成一定的气候。 数字支付主要通过减

少前往物理网点及携带现金的负担，降低了日常交易成本，对于交通不便且金融网点稀少的农

村地区，数字支付方式的普及更能节约成本，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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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证明基础功能的数字普惠金融业务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
表 ４　 不同服务类别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指标
支付指数 保险指数 信贷指数 货基指数 投资指数 征信指数

（ ３ａ） （ ３ｂ） （ ３ｃ） （ ３ｄ） （ ３ｅ） （ ３ｆ）

支付指数 －０．０２７７∗∗

（ ０．０１１１）
保险指数 －０．０１１８∗∗

（ ０．００５７）
信贷指数 －０．０５３５∗

（ ０．０２９７）
货基指数 ０．０４８∗

（ ０．０２６１）
投资指数 ０．０４８９

（ ０．０３８１）

征信指数 ０．０５７９
（ ０．０６５８）

经济发展 －３．１０９９∗∗∗

（ １．０２８９）
－３．６６２６∗∗∗

（ ０．９８２３）
－２．７５１２∗∗

（ １．２５１２）
－３．７４５３∗∗∗

（ １．３６０８）
－３．０８６∗

（ １．６４９４）

－１．５８９８
（ ３．６７７７）

经济发展平方 ４．３３２８∗∗∗

（ ０．８２０１）
４．１４３３∗∗∗

（ ０．７８２８）
３．５２４１∗∗∗

（ ０．６９９）
１．７８５１

（ １．３０３５）
１．０９６２

（ ２．２３６６）
２．３８６７

（ ２．１９０３）

城镇化率 －０．２３１４∗∗∗

（ ０．０４７）
－０．１８７６∗∗∗

（ ０．０４４）
－０．２６７８∗∗∗

（ ０．０６２１）

－０．９００１
（ ０．０５７８）

－０．１０９４
（ ０．０７８６）

－０．１４８３
（ ０．０９１３）

产业结构 ０．１１９１∗∗∗

（ ０．０４１２）
０．１２８３∗∗∗

（ ０．０３９２）
０．１２９３∗∗∗

（ ０．０４０７）
０．１１８７∗∗

（ ０．０６０３）
０．０８９４

（ ０．０７６９）
０．０６４４

（ ０．１２３４）
传统金融 ０．２７７１∗∗

（ ０．１０７４）
０．２５８２∗∗

（ ０．１０７１）
０．２０９４∗∗

（ ０．０９１９）
０．００３４

（ ０．１３５７）
０．０２１６

（ ０．１８８２）
０．１１３１
（ ０．２３３）

财政支农 －０．３４４３∗∗∗

（ ０．０８１１）
－０．２３４６∗∗∗

（ ０．０６０５）
－０．４６３５∗∗∗

（ ０．１４７７）
０．０８２５
（ ０．１２６）

０．０３９６
（ ０．１６７７）

０．００９
（ ０．１６３２）

教育水平 －２．２９７９∗∗∗

（ ０．７１４３）
－２．３６２４∗∗∗

（ ０．７１８６）
－１．９７１∗∗∗

（ ０．６７３８）

－０．３１２９
（ １．４４６１）

－０．６１３９
（ １．９１５３）

０．９１０８
（ ４．２１５７）

对外开放 －０．００４２
（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１４６∗∗

（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１９

（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３３３∗

（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３３１
（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５０９
（ ０．０５０３）

截距项 １９．０６０９∗∗

（ ７．４６２５）
１８．１４０７∗∗

（ ７．２９９３）
１７．１１０３∗∗

（ ７．１０７）

－１１．３１５２
（ １４．４６４９）

－８．６６４１
（ ２０．３９３５）

－２１．９８７３
（ ４０．３９６６）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２１７ ２１７ ２１７ １５５ １２４ ９３

Ｗａｌｄ Ｆ ４１．９９ ３３．０５２ １０．５３７ ７．８２４ ３．１４６ １．４４４

Ｒ２ ０．８５４２ ０．８５３２ ０．８６１０ ０．７４１５ ０．７１７７ ０．６３３

　 　 在模型（３ｂ）中，保险指数表现出收敛效应，－０．０１１８ 的系数说明保险指数每提高 １００ 百分

点，会使泰尔指数下降 １．１８ 百分点。 小额保险的业务针对性较强，其许多险种同农业生产息息

相关，如高温险、风力险等，直接分散了农业生产销售过程中的一些高风险因素，使得农民收入

稳定，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同时，保险业务本身设计规范，在中国农村地区发展已有较

长历史，有一定程度的接受度，农村居民也大多熟悉保险合同的细节，互联网小额保险并没有构

成较大的数字鸿沟，农村居民易于接受，且保险分散风险的本质属性很好地保护了投资者的资

产脆弱性，特别是对于金融知识缺乏的农村居民，小额保险在给予城乡居民同等服务情况下，对
农村居民有更高的服务效果，从而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 在模型（ ３ｃ）中，信贷指数也表现出较

强的收敛效果，其系数值为 ０．０５３５，且通过了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服务

主要是小微经营贷及小额消费贷，小微经营贷的深度使用打破了农村居民创业的资金约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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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农村居民增加就业机会和手段，而小额消费贷则可以使农村居民平滑日常消费，增加资金

的流动性和安全性。 相比于较多获得信用卡支持的城镇居民，网络信贷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影响

更加明显。 结果表明拓展功能的数字普惠金融业务也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
在模型（３ｄ）中，货基指数表现出正向影响，其系数 ０．０４８ 表明货基指数每增加 １００ 百分点

会使泰尔指数上升 ４．８ 百分点，且通过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货基指数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小额理财作为金融衍生产品，存在一定的金融知识门槛。 以货币基金代表余额宝为例，城镇居

民日常使用支付宝进行支付，且拥有一定的金融知识，出于余额宝高于银行收益率与存取便捷，
多将一部分资产存放在余额宝账户。 而农村居民对支付宝的使用程度不及城镇居民，且其资本

较少，同时缺乏对金融产品的理解，以及对网络金融的不信任，很少甚或不愿将钱存入余额宝。
互联网小额理财的深度发展多以城镇居民使用为主，因此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模型（３ｅ）和模

型（３ｆ）中，投资指数和征信指数也表现出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可能由于这两类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发展较晚，发展深度较低，还未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明显

效果。 以上结果表明，衍生功能的数字普惠金融业务门槛较高，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
（四）稳健性检验

上述结论是针对泰尔指数而得，考虑变量选取对结果的稳健性，选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比 ｇａｐ 进行稳健性检验。 同样考虑到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及弱工具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采用对弱工具变量不敏感的 ＬＩＭＬ 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稳健性检验结果

　 指标 ２ｓｌｓ Ｇａｐ Ｌｉｍｌ

总指数 －０．０６８１∗∗∗（０．０２４４）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６８１∗∗∗（ ０．０２４４）

覆盖广度 －０．１３９５∗∗（０．０６１１）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０８８） －０．１３９５∗∗（ ０．０６１１）

使用深度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１２）

数字化程度 ０．０６７１∗∗（０．０３０８）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６７１∗∗（ ０．０３０８）

支付指数 －０．０２７７∗∗（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１１１）

保险指数 －０．０１１８∗∗（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０５７）

信贷指数 －０．０５３５∗（０．０２９７）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５３５∗（ ０．０２９７）

货基指数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６１）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６１）

投资指数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３８１）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３８１）

征信指数 ０．０５７９（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５７９（ ０．０６５８）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为节约篇幅，表 ５ 只包含了各项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无论是改用城乡人

均可支配收入比，还是改用 ＬＩＭＬ 方法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回归结果与原始回归结果相似，表明

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影响。 综上可知文章的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六、结论与建议

数字技术为陷于困境的普惠金融发展带来了一次新的生机，其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增
强了金融的包容性，达成了成本低廉与经营可持续的目标共存，实现了普惠金融社会性和盈利

性的融合。 通过对弱势群体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村地区的金融可得

性，有助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收敛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的结论主要有：（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 ２）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收敛效果呈现异质性，
表现在当前发展水平下数字技术使用的覆盖程度和数字金融业务的使用深度收敛了城乡收入

差距，而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性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３）不同功能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属于基础功能的数字支付和属于主导功能的小额保险、网络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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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更针对性地为农村居民提供了金融服务，缓解了农村地区的金融匮乏，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
而属于衍生业务的小额理财则对城市居民的收入提升更加有利，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小额投

资和数字征信目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明显。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持续并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在数字技术支持愈加完善的环境下，数字普

惠金融已是普惠金融发展的主流业态。 未来的发展还会在数字技术上获得突破，应将数字技术

更多地融入普惠金融服务环节，并根据互联网技术不断显现的新形势新特性，挖掘数字技术与

普惠金融的契合点，发挥互联网技术的活力与效率，真正做到“普”与“惠”的包容性特征。 虽然

中国目前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球相对领先的位置，但是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

才刚刚起步，仍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加之中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略显不足，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之路任重道远。
其次，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时应注意重点突出、先后有序。 要认清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规

律，同时考虑不同金融排斥的重要程度，根据现实情况及环境，设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
第一阶段应以覆盖广度为发展的重心，打破机会排斥问题。 数字技术的支持是使用数字普惠金

融的根本条件，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区域的互联网覆盖较为全面，移动技术的使用率也较

高，而农村地区的互联网覆盖程度较低，移动设备及网络速度落后，农村居民链接网络的时候存

在种种不便，更加阻碍了其接触金融服务。 只有在城乡居民都能平等而广泛地使用数字技术的

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才能为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提供支持。 当硬件设施配套完善、互联网服务

覆盖率较高时，发展重点就可以转向以使用深度为重点的第二阶段，以缓解条件排斥、价格排斥

和市场排斥为主，在获得数字普惠金融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基础上，深度挖掘数字技术的渗透功

能，开发出成本更低、效率更高、风险可控的普惠金融产品，为农村居民带来更为贴切的金融服

务。 当前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第一阶段尚未完成，数字技术使用尚未全面覆盖，可先“以点

带面”大力推广数字技术的普及程度，加大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数字支付功

能，推动农村居民适应数字金融服务，拓宽数字普惠金融各业务的覆盖面。 第二阶段的发展也

刚刚起步，应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广覆盖“以面带点” ，多项开花，进行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探

索，创新各类使用简便的金融业务，增加各类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改

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
再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应体现全方位、多角度。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应探寻更多的金融

支持领域，针对性地开发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真正满足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 在设计金融产品

的同时，应综合考虑服务对象的经济水平、教育水平、文化观念和金融知识水平等现实因素，可
以针对不同地点不同对象开发不同种类的服务，切实体现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质。 当前中国

数字普惠金融的业务以移动支付占主要地位，全国大多城乡区域已实现基础性移动支付覆盖，
但一些偏远地区及农村地区还未能享受便利，移动支付业务应继续推广。 在此基础之上的信

贷、投资、保险、理财业务虽拥有不同的受众群体，但总体来看发展水平仍相对较弱，其中小额保

险和小额信贷发展情况较好，表明相对于追求高额收益但风险较高的投资业务，农村居民更需

要保障基础生活安全的低风险产品以及获取资金的渠道，数字普惠金融的产品设计必须将风险

限制于可控范围内。 数字征信业务则更为薄弱，由于制度不健全，私人资料时常被用于非法行

为，居民个人不愿意提供较多的隐私数据，构建居民征信体系的任务还需有所突破。 设计金融

服务产品应致力于简化服务流程，降低使用门槛，使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更易于被弱势群体使用。
最后，不断优化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环境和监管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欣欣向荣，但是

其中暴露的问题更是不容小觑。 一方面，当前部分地区、部分行业“数字鸿沟”的存在已对“普

惠”的性质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支持，
特别是加强弱势群体的金融知识和互联网知识教育，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综合出力，缓解金融

排斥问题。 另一方面，相关监管制度的不健全蕴含着数字普惠金融一些业务的巨大金融风险，
时有发生的 Ｐ２Ｐ 风险集中暴露更是显示了互联网金融的脆弱性，削弱了人们对数字金融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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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对金融知识匮乏的农村居民影响尤甚。 总之，制度、监管和创新必须同时发展，才能为数字

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蓬勃生机。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包括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和互联

网机构的金融业务两类，本文选取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以支付宝数据为基础编纂

的，仅仅体现了互联网机构一端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未能涵盖贡献较大的传统金融机构

的影响，从而可能低估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 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均

存在集聚效应，从而使用所在地到杭州市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仍然会存在一定的内生性

影响。 在之后的研究中希望能编纂出包含银行体系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寻找更为可靠的工

具变量，以期更为全面地研究中国数字普惠金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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